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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继续搅动科技行业，世界各国政府开始考虑对其予以监管，以打击其滋生犯罪和助

长偏见的潜力。人工智能并不是中立的、价值无涉的，不仅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社会发展的创新技

术，也应将其视作社会治理的规制对象。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的必要性，

通过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国内外监管趋势，进一步提出规范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规则并构建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框架。应当坚持伦理先行并持续关注算法与信息安全，以数据质量充分

保障为基础，以赋能型监管为核心，促进法律规制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开创多元协同共治、科技协同

监管的良好局面，最终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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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inues to influence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beginning to consider regulating it to combat its potential to breed crime 
and promote prejud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t neutral and value-free, and 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viewed not only a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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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as an object of regulation for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regulat-
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respectively, and 
further proposes basic rules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and builds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govern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
na by study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trend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ethics first and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algorithm and infor-
mation security, based on adequate protection of data quality, with enabling supervision as the 
core,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gal regul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reate a 
good situation of multipl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supervision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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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广播电视

总局七部门于 7 月 15 日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迈出了我国针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监管的第一步。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爆炸发展所带来的数据泄露、著作权侵权、非法使用、歧视偏见

等现实法律困境，如何有效引导人工智能有序健康发展，进而充分释放技术价值红利成为了各国政府面

对的共同课题。解读《办法》所释放的政策信息，从法律视角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和治理挑

战，进一步探索与之适配的监管模式和治理框架是缓解技术恐慌、应对秩序冲击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国

在构建世界通行人工治理规则和体系中掌握更多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的必要性探究 

(一) 现实层面：潜在风险 
1) 国家安全风险 
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复杂性、技术失控的可能性以及其被恶意利用的可能性，可能会对国家数据

安全、金融安全等多重领域构成严重威胁。首先，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神经网络结构，其操

作和决策过程得高度复杂性可能导致技术失控，即系统产生的意外结果或行为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负面

影响[1]。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所需的大量数据如果未受到适当的保护从而导致数据泄露或滥用，

可能导致国家重要信息或技术泄露。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双用途特性显著增加了国家安全管理

的复杂性，例如，恶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进行恶意网络攻击

或社会工程学攻击等，以达到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目标，如何有效监管和控制 AI 技术的军事应用，

防止其成为新型武器竞赛的导火索，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2) 公共安全风险 
生成式模型的强大文本生成能力使其易于产生具有欺骗性质的文本，催生了虚假新闻和信息操纵风

险，进而可能对社会政治稳定和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造成深远的影响[2]。恶意行为者可以利用生成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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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的强大文本生成能力，如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的 GPT 系列，以自动化方式制造虚假新闻、不实

言论或误导性信息，然后迅速扩散至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引发公众恐慌、社会不安[3]。生成式人工智

能还可以自动生成多样性的信息，适应不同的语境和受众。这意味着虚假信息可以根据受众的特定背景

和信仰进行个性化定制，以更有效地操纵受众的情感，这种信息的高度个性化可能导致信息“过滤泡沫”

效应，加剧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孤岛化，削弱人们对多元化观点的接触，从而加大了信息操纵的效果。 
3) 其他社会隐忧 
生成式人工智能还可能会对个人隐私带来侵犯风险，如未经许可地从互联网上收集和使用个人或敏

感信息[4]，以及修改、屏蔽和删除个人信息的救济机制不完善，以及从人工智能数据库和机器学习模型

中共同删除数据的诉求机制缺失。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影响人们的意见形成、决策行为和社

会互动方式，导致信息过载和社会动荡，人类的辨识能力和认知能力会不会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

应用而出现反塑危机？而且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威胁到某些创造性领域，如文学、艺术等，引发

对人类创造力的担忧。在一些领域，自动化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取代人工创作，可能导致某些职业的减少，

引发更深层次的失业问题。 
(二) 理论层面：多维考量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监管需求源于多个层面的法律、伦理和社会考量，这些考量共同构成

了对该新兴技术的原则性、框架性制约。 
1) 从法理学角度审视 
首先，自然法理论强调道德原则在法律制定中的中心地位，认为技术发展不应偏离增进人类共同福

祉的基本目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模拟人类创造力的潜能，其不受约束的应用可能导致前述风

险，进而威胁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安宁。其次，从正义理论的视角来看，约翰·罗尔斯认为社会基

本结构的安排应当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最大的自由和机会[5]，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无适当监管的情况下可能

加剧社会不平等，例如通过加强信息控制的垄断或通过替代劳动力而导致就业市场的分化。因此，监管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必要，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需。此外，从责任伦理学的角度，技术

发展应预见并防范可能的负面后果。汉斯·乔纳斯在其作品《责任原理》中强调了“预见的责任”，主

张在科技进步面前应采取谨慎原则，“人类要对他自己、对他遥远的后代乃至他所统治的全部地球生命

负责”[6]。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样需要在道德责任框架内进行审慎考量，确保技术进步不会损害公

共利益或引发伦理危机。 
2) 从伦理学角度考究 
从伦理角度出发探讨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必要性根植于几个关键伦理学原则：责任归属、公正

性与偏见、伦理创新的推动，这些原则共同构筑了一种框架，旨在确保技术发展不仅符合技术逻辑，而

且遵循广泛认可的道德准则[7]。 
首先，责任归属问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讨论中占据核心地位，挑战着传统的责任和自由意志

观念。如何在开发者、使用者和人工智能实体本身之间分配责任成为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这一问题的

探讨要求我们重审人机交互中责任和自由意志的概念，并为新兴技术环境下的责任分配提供道德指导[8]。
其次，人工智能系统处理数据和生成决策的方式可能不自觉地复制社会中现有的偏见，尤其在种族、性

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监管措施必须确保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主动避免、识别并纠正

这些偏见。最后，伦理创新的推动强调监管不仅是对现有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未来社会愿景的积极塑造，

通过在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融入伦理考量，可以指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确保其贡献于解决而非

加剧社会问题，推进一个更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3)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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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对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动态相互作用的全面理解，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迫切需求凸

显了对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及公共福祉方面的考虑。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技术发展不仅

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动力，更被视为塑造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和公共福祉的关键因素，技术发展应

当支撑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确保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不加剧现有的不平

等现象或社会分层风险[9]。因此，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需求强调确保技术进步与增强社会凝聚力、

促进社会公正以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平衡。具体而言：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框架需

考虑到技术对社会凝聚力的潜在影响，防止技术应用加剧社会分裂，促使技术发展有助于促进不同社会

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以加强社会纽带。第二，必须通过细致的监管机制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支持

信息的真实性以维护公共空间诚信，防止对公共讨论的质量、媒体信任度以及民主制度本身造成破坏[10]。
第三，监管政策应旨在保护那些可能受到人工智能技术负面影响最大的群体，如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的工

人阶层，或者是那些容易被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边缘化的社会群体，通过在监管中融入社会保护的措施，

确保技术进步不以牺牲社会公正和福祉为代价，促进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

和谐共生。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国内外监管动向 

(一) 欧盟的监管策略 
在当前的全球科技法律框架中，欧盟是推进对人工智能监管的先行者，欧盟的监管动向和策略体现

了其对技术创新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平衡的追求。欧盟前期通过《数据治理法案》(Data Governance Act)
和《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等立法，试图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数据分享环境和有力监管下

的在线平台，其中包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的数据来源和透明度的明确要求。2024 年 3 月 13 日，欧

盟议会审议通过《人工智能法案》，该法案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系统全面监管的法律提案，尝试根

据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等级对其进行分类，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合规要求[11]。对于被认为风险最高的应用，

如用于重要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或可能侵犯基本权利的应用，将施加最为严格的限制和要求，其中将 Chat 
GPT 进一步归类至有限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履行透明义务，在批准其进入市场之前，应用研发机构

外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进行，确保用户的自主性、公平对待和隐私。 
欧盟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始终强调人文主义，主张人工智能应当符合人类伦理，不应当背于人类道

德和价值观。与一般人工智能相比，欧盟对于以 Chat 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伦理监管更加谨慎，主

要对于其基本伦理秩序的维护和在 Chat GPT 的应用过程当中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予以特别的关注。 
(二) 美国的监管策略 
2022 年 10 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人工智能权力法案蓝图》，提出安全、公平、隐私

保护、及时通知和选择退出等 5 项基本原则。在 Chat GPT 发布以后，美国更加关注大语言模型可能引发

的重要的一些伦理问题，2023 年 1 月公布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指导相关机构组织降低在开发和部

署人工智能系统过程当中的安全风险，避免产生偏见、歧视等负面后果，提高人工智能可信度，保护公

民的自由权利；2023 年 2 月，美国总统拜登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设计和使用人工智能

时，要避免受到偏见和算法歧视的威胁；2023 年 6 月，美国政府对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征求意见，部分内

容聚焦保护人权，促进公平公正等方面。总体来看，在 Chat GPT 问世以后，美国虽然鼓励重点发展生成

式人工智能等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但也对大语言模型带来的伦理问题高度关注，从其密集出台的相关

政策文件可以看出端倪，多份文件都提出了确保人工智能的合理性、可信赖性，以及对公民的个人信息、

隐私、公平自由等合法权益的保障，体现了美国在应对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发展问题当中的人本主义立

场，并在联邦政策和法律的框架当中有所表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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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的监管策略 
英国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主张多方参与的监管框架，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学术界和社会公众。这

种协作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和伦理问题。英国注重预防原则，强调在新

技术应用早期阶段就进行监管，以避免潜在问题的出现[13]。英国政府于 2021 年发布了《人工智能产业

战略》，该战略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愿景、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其中包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关注。

英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制度主要关注数据隐私和安全、算法公平性和透明性、可解释性和稳

健性等方面，相关法规包括《数据保护法案》《人工智能和数据伦理指南》等。这些法规和指南要求生

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使用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标准。 
(四) 我国的监管策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先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紧接着七部门联合在同年 7 月 15 日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我国进入生成式人工智

能政府监管的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理念、政策和制度主要是以促进创新和规范发展为主导，

同时注重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同时，中国也重视人工智能的安全和可控性，

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在政策方面，中国已经有了一系列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政策，包括“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等。总的来说，国内外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监管理念、政策和制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内更注重创新和规范发展，而国外则更加注重分类分级监

管和伦理法律问题。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则性要求 

为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平衡道德原则与发展需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从

现有人工智能治理制度中提炼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元规则，作为普遍性指导原则，用于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开发、应用和监管中[14]。 

(一) 伦理先行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应深刻植根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地域、历史、文化、经济、

性别等因素的差异决定多元主体间存在不同的伦理价值判断标准，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应设立同质化的伦

理价值判断标准，特别不能形成或强加某一特定的价值立场，因此伦理第一是前提规则。 

在“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下，伦理第一原则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前提规则，旨在确保技术创

新和应用不仅遵守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基本要求[15]。治理实践中，应强化人类尊严的

保护，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每一项应用和创新都体现对人的尊重和促进人的福祉。政府建立的监管框

架应提供明确的伦理指引，技术开发者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应融入伦理考量，引导使用者识别并防范可

能的伦理风险[15]。除了通过建立完善的、合乎人类利益与道德标准的法律规范，并将其贯穿于公法与私

法实践中从而形成强制性约束外，还应通过教育和宣传增强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认识，激

发用户的伦理自觉，帮助他们在使用过程中识别潜在的伦理陷阱和风险，从而在保障人类尊严和伦理价

值的基础上推动技术的健康发展。 
(二) 算法安全 
算法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决策原理，为防止存心不良的主体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技术向

用户强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要保证算法的运行方式和决策逻辑应该是清晰、可理解和可解释的[16]。算

法的决策过程和数据流理应能被审查和验证，其技术的合规性能进行评估，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在合法、道德、可控的框架内运作，且应确保算法的决策和生成过程是可追溯、可解释和可追责的，

确保技术开发者和提供者对其后果负有适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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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要求兼顾个人利益和国家安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大技术特点就是可获取性，即通过在

各地区获取信息来进行深度学习。因此要对信息挖掘的深度以及数据流动的范围进行限制。在信息挖掘

深度方面，在具备合法目的前提下，要求达到最小满足的原则，确保信息主体的权益在信息挖掘过程中

不被侵犯，采取措施保护用户和相关个体的隐私权利，防止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滥用、泄露。在数据流动

范围方面，应加强信息区分敏感度，进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择出一般信息和敏感信息，对敏感性程度

不同的信息设定不同流动审批要求，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防止数据泄露、篡改、丢失

或未经授权的访问。 

5. 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的制度性建构 

(一) 基本观点 
1) 建立创新与监管平衡机制。政府监管应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同时，保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的支持。监管政策和实践应考虑到技术的动态性，在合理范围内保持技术的灵活性并鼓励创新实践，同

时防止滥用和潜在风险的发生[17]。政府与科技界、学术界和社会各方应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

监管框架和指导方针。 
2) 构建监管能力动态提升机制。政府监管部门应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能力和专业知识。通过

项目研究和人才培训，使监管部门人员动态学习和更新，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算法、应用和监管领域的

专业知识，以便有效监控和评估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和影响。 
3) 探索科技协同监管机制。通过专门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系统来管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同人工

智能之间形成相互监督模式，从而实现有效和精准监管，弥补人类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难以克服的认知

局限，使监管更为专业科学化。 
(二) 制度建构 
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框架，涵盖技术开发、应用、监管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以确保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的合法可信赖及可持续发展。 
1) 保障数据质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功，得益于算法优、算力强和上千亿参数的模型、数以千亿计的训练语料数据，

数据作为训练和优化人工智能模型的核心元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国家层面加速数据要素市场

的基础性制度建立，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和数据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并着力建立多模态公共数据

集，打造高质量中文语料数据库，为我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提供丰富的“原料”，确保数据的

最大价值实现，并且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最大化保障数据的安全和合规性。 
2) 开创赋能型监管 
重视监管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赋能作用，克服静态的、命令式的、仅关注结果的监管模式的

局限性，强调监管的动态性、灵活性和目标导向，以监管作为枢纽，坚持全面监管和分领域重点监管相

结合，发挥科技监管优势以形成相互监督模式，促进合作共治、促进合规、促进科技向善。 
具体而言，需要在全面监管与分领域重点监管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全面监管确保了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基本规则和原则设立，形成统一的监管框架和标准；而分领域重点监管则针对特定

行业或应用场景中的特殊需求和风险进行细致的规制，如医疗健康、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以确保监管

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科技监管的优势应充分发挥，通过引入创新的监督机制和技术手段，比

如算法审计、数据透明度要求、伦理评估等，构建一个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相互监督模式。在这一模

式下，不仅政府监管机构，还包括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企业以及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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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的伦理审视、安全评估和监管执行中来，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这种合作共治不仅促进了

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还有助于分享最佳实践、提升行业整体的合规水平，进而推动科技向善。

赋能型监管还应注重监管技术和方法的创新，例如运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提高监管效率和准确性，

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潜在风险，实现对生成式 AI 应用的实时监测和动态调整。这样的监管不仅更加灵敏

和有效，也能更好地适应技术快速发展的需求，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广泛应用提供有力

支持。 
3) 促进法律规制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数字技术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数字技术发展直接影响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

立法要保持对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兼容性，并且要把数字技术的成果融入到立法规制当中去，利用数字

技术实现立法规制内容。 
这要求立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当前的技术状态，更要有预见未来技术演变趋势的能力，确保法律框

架的弹性和适应性。以前瞻性的法律设计思路，通过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在法律实践中的潜能来适应快速

变化的技术环境，避免法律规定在具体技术应用面前迅速过时。而将数字技术的成果融入到立法规制中，

不仅意味着在法律文本中反映技术发展的成果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法律规制的执行效

率和准确性。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和预测技术发展趋势，辅助立法预判可能的社会影响；利用区

块链技术提升法律执行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判断和分析，提高司法和执法的精确性和

公正性。 
4) 促进协同(多元)共治 
在治理模式上，坚持软硬法协同共治，优化包括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也包括国际多元主体参与的

协同共治模式。确立政府和社会多方联动的监管模式，明确要求企业进行内部的基本制度建设和技术措

施建设，定期检查漏洞并及时修复；鼓励团体标准先行，并进一步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通过制定

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对个人信息处理、数据的可信性、数据安全、数据产品、数据服务、算法模型等加

以规制。 
在宏观层面，政府应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建立起一个开放、透明、高效的政策环境，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清晰的法律和伦理指南。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坚持开放性和透明性原则，积极吸

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举办政策论坛、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商机制等方式增

强政策的公众参与度和社会接受度[18]。 

对于企业而言，除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外，还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内部管理和

自我规范。包括建立健全的伦理审查机制，确保技术开发和应用项目在启动前进行充分的伦理风险评估；

建立持续的技术安全评估和漏洞修复机制，保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企业应加强与利

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协作，听取消费者、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和调整其产品和服务，

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和伦理期待。 
在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制定上，应倡导开放的标准制定过程，鼓励包括学术界、产业界、政府机构和

公民社会在内的多方参与和贡献。这种开放和协作的标准制定机制，不仅能够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

性，还能增强标准的社会接受度和执行效力。通过这样一套全面、协同、开放的治理模式，可以确保生

成式 AI 技术的发展既符合技术创新的内在要求，又遵循社会伦理的外在指引，最终实现技术发展与社会

福祉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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